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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ing is a key part of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engin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15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7,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funding structure and university research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Competitive government funding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impact on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 Non-competitive government funding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3) The type of university has a heterogeneous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4)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intensity of the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funding 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will help to broaden the research horiz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in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has implica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ing and improving the research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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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受制于创新成果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正外部性影响，政府 是高校科研活动顺利开展的物质前提[1,2]。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创新财政科研经费支持方式，科技经费作为科技体制改革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一环变得尤为重要。当前，如何有效发挥政府资源配置以提升高校科研创新能力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学术界始终关注的重要议题。
近年来，受新公共管理运动影响，各国都普遍更关注于对资源的竞争性配置和以结果为基础的筛选机制[3]。因此，在对高校的政府资助方面，对由非竞争性资助模式转变为竞争性资助模式的讨论应运而生。然而，学术界关于何种资助方式更能促进高校科研创新尚未形成统一定论[4]。一种观点认为政府非竞争性经费向竞争性经费的转变有助于提高高校科研创新，如Butler等[5]以澳大利亚教育改革为例，认为竞争性基金会极大鼓励研究生产力；Wang等[6]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发现向竞争性资助转变会提升科研成果的新颖性。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非竞争性经费向竞争性经费的转变抑制了高校科研创新，如Stephan等[7]以美国为例，发现竞争性经费倾向于采用量化的短期措施而拒绝具有前沿潜力的研究；Bolli等[8]指出竞争性经费所引起的行政负担会降低大学生产前沿和效率。
从资助效果看，竞争性经费提倡“精英管理”模式，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9]；而非竞争性经费提供“种子基金”，鼓励研究多样性[9]。“资金效应”表明研究经费的性质决定研究结果的特征[10,11]。两者虽同属于政府资助，对高校科研创新的作用可能会呈现出明显差异性。同时，依据高校科研创新与产业联系程度可以将成果类型划分为基础研究创新和应用研究创新，二者基于其研究目的差异而显著不同。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高校科研创新整体视角，将高校科研成果作为一个整体变量或仅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单一视角讨论高校科研创新的影响因素，缺乏从创新成果类型视角出发，探讨相关因素对高校不同类型成果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2017年中国确立首批“双一流”高校建设名单，划分为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95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已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在政府支持还是校企合作领域，不同类型的高校基于其制度安排、机构设置、管理方式的不同在对其科研成果创新方面都会存在一定差异[12,13]。可见，学术界对高校类型的探索尤为关注。2022年2月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试图建立分类发展、分类支持、分类评价体系。而已有研究尚未探索从对高校整合支持到分类布局中政策动态调整的合理性。在政府经费资助层面，是否应对不同类型高校科研资助存在差异？竞争与非竞争性经费对不同高校的科研成果创新是否具有异质性？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挖掘。
综上，虽然现有文献对政府资助和高校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但仍有所不足和待填补的空白：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多以国外高校作为研究样本且结论难以统一；其次，在研究内容方面，缺乏基于定量方法对政府科技经费的细化研究；最后，在研究视角方面，缺少从创新成果类型出发，探讨政府经费资助对不同层次高校的不同类型创新成果的异质性影响。因此，本文针对政府经费资助结构与高校科研创新关系的现实需求与理论研究不足，以双一流建设高校2008-2017年面板数据为依托，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创新成果视角出发，聚焦于因政府科技经费资助结构差异而产生的非对称性影响。
[bookmark: _Hlk103800190]1   政府经费资助结构：发展趋势及特征
1.1   政府经费资助结构
基于国际视野看，政府资助一直是高校科技经费的主要来源，只是学术资助体系、方法因国而异[14]。德国一贯强调广泛稳定的研究资助并给予研究人员极大的自主权和较弱的评估标准，而美国则更倾向于以项目提案为单位的竞争性拨款[6]。与其他国家的非竞争性经费占比为主、竞争性经费占比为辅不同，中国的政府竞争性经费历来是高校科研人员经费的主要来源。从数据上看，近年来我国对高校科技经费投入总量不断增大，政府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科技经费比例约为6:4。具体地，2018年高校科技经费拨入总额是2008年的3.25倍，其中政府非竞争性经费占比由2008年的36.32%上升为2018年的40.98%。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2007-2018年中国高校科技经费拨入规模及结构变动
1.2  政府竞争性科技经费资助
政府竞争性科技经费是由政府部门拨款授予拥有科学研究价值的科学家的公共资助。从获取过程看，政府机构通过文件公示研究方向或需求，科研人员依据项目申请书、会上答辩等方式进行提案申请。最终，基于同行评议原则，通过衡量申请人的科学概况和研究内容确定提案的科学价值，选择资助其中最杰出的一个或几个项目。值得说明的是，政府竞争性经费并非完全依照国家需求，而是允许科研人员自下而上提出研究方向。科研人员可以在资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创新性研究，最典型的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经费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60%以上。与非竞争性经费相比，引入市场或准市场机制的竞争性经费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货币激励[8]，更有利于推动科研生产力，因此备受中国政府青睐。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9,15-17]，本文结合中国国情，对政府竞争性科技经费资助的优缺点进行定性讨论，讨论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政府竞争性科技经费资助优缺点
	政府
科技经费
	优点
	缺点

	政府
竞争性
科技经费
	1）引入市场机制，提高研究效率
	1）研究趋于保守化

	
	2）具有强烈的激励作用
	2）过度竞争，形成急功近利的文化氛围

	
	3）将研究方向与国家政策需求相联系
	3）可能造成研究同质化，忽视成果质量和实际贡献

	
	4）同行评议过滤不良研究，研究质量高
	4）前期消耗大量时间精力

	
	5）筛选过程相对透明度高
	5）同行评议可能存在偏见

	
	6）设置奖惩机制，与绩效相挂钩
	6）政府对高校研究过度干涉，易导致学术研究行政化、政府化

	
	7）预算制度规范资金使用，提高资助效率
	7）易引发学术界的“马太效应”和“四姨太效应”

	
	8）集中资源培养世界顶尖高校/学者
	8）可能存在多头配置、重复立项问题，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1.3  政府非竞争性科技经费资助
中国虽然竞争性经费占主导地位，但对政府非竞争性科技经费的重视与日俱增。政府非竞争性科技经费是由国家拨款以定向方式、稳定地提供给高校和科研人员，旨在给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以减轻竞争压力，间接激发科研创造力的政府资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教育部基本科研业务费，自政策出台以来经费稳定且持续增加。非竞争性经费对高校科技工作实行稳定的经费支持，鼓励具有科研潜力的高素质人才开展自主选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给予中央高校更多“自由空间”[19]。因此，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到“自主权”对高校创新能力的影响，逐年加大了对中央高校的非竞争性经费分配。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9,15-17,19]，本文结合中国国情，对政府非竞争性科技经费资助的优缺点进行定性讨论，讨论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政府非竞争性科技经费资助优缺点
	政府
科技经费
	优点
	缺点

	政府
非竞争性
科技经费
	1）鼓励研究多样性
	1）几乎没有提高研究绩效的直接激励

	
	2）给予学者更多研究空间，研究更具灵活性
	2）追求普适性的同时，可能造成平均主义

	
	3）经费来源稳定，研究持续性强
	3）可能导致研究“空中楼阁”，无法实际应用

	
	4）为研究提供“种子基金”或“风险投资”
	4）可能造成科研经费乱用

	
	5）支持对象广泛，释放青年学者或尚未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学者潜力
	5）打消科研人员寻求其他经费来源积极性

	
	6）创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宽松的科研文化环境
	6）可能导致创新活力不足，经费使用效率不高

	
	7）政府管理干预少，管理成本低
	7）高校经费下拨过程不透明

	
	8）缓解高校预算压力
	8）资源分散，无法与世界领先机构竞争


[bookmark: _Hlk104228909]
2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科技经费对于促进高校开展学术活动、传播研究成果至关重要[20]。先前的研究普遍表明，政府资助无论是在协同创新还是社会影响方面对科研创新都具有明显的有推动作用[17,21]。但也有学者指出政府资助与高校科研创新并非单纯的线性关系[22]。究其原因，目前中国高校科研经费拨款属于政府部门分散主导下的经费投入模式[22]，“资金效应”表明资金来源差异将导致研究活动存在偏差[10,11]，因此政府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经费本质上是两种相对立的研究资助计划[18]，其对高校科研创新将产生非对称性影响。
2.1  政府竞争性科技经费与高校科研创新的关系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政府竞争性科技经费基于直接的货币激励[23]，为高校带来可观的科研经费，促使高校发挥其“发展科学知识”的职能[5,24]。但与之相对应，虽然财政激励在大学研究中形成了宏观层面的必要性，但遵循竞争性的分配机制压缩了非竞争性份额[14]。同时由于政府资源的共有性诱发寻租行为的普遍化，造成科技经费使用中的部分流失，从而降低了对高校的科研创新[25]。
[bookmark: _Hlk106458962]因此借鉴已有研究思路[26]，本文试图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待政府竞争性科技经费对高校科研创新的影响。将高校获得的经费支持以及所产生的激励作用等[24]看作是竞争性经费收益，将诱发的竞争环境恶化[14]、资金错配、寻租行为[25]以及引发的行政效应等[8]看作是获取竞争性经费成本。在高校获取竞争性经费初期阶段，首先，政府资助带来了充足的科技经费。高校得以利用经费改进实验设备并且丰富人员储备，保证科研创新可以顺利开展；其次，竞争性经费将科研与绩效挂钩。资助中所采取的激励措施在适度范围内有望增加高校间在研究资金方面的机构竞争，从而提高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进而激励高校科研创新；最后，竞争性经费所资助的项目多体现为国家需求。竞争性经费将高校研究与国家政策相联系，为研究带来新知识、新思路，促进研究产出。与此同时，在初期阶段竞争性经费所产生的过度激励、资金错配等负面效果较小，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因此可以认为此时竞争性经费对高校科研创新产生积极的正向作用。
但当高校获得的竞争性经费逐渐增多，首先，政府的大规模支持易造成资金错配。政府对高校的竞争性科技经费投入过高，使高校对经费使用效率重视不足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导致高校现有的创新能力不能充分利用政府拨付的全部经费，科研创新逐渐趋于饱和，边际效用递减；其次，过度使用资金激励和竞争导致功能失调、竞争环境不断恶化。多层次的交流、资金的连续性以及工作环境的平静与安宁等都是支持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因素。而过度的竞争在提高劳动强度的同时又造成研究同质化，对高校科研创新的负面影响增强。最后，科研人员对竞争性经费的追求力度越大则行政效应越强。科研人员为获取竞争性经费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撰写研究报告和汇报资金使用情况，这以牺牲科研活动为代价[8]。执着于有竞争力的资金其实消耗了大量的体力和脑力，将科研的优先级降低，进一步导致了科研获得的低效行为。因此，随着高校获取竞争经费的增多，竞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逐渐增强，直到某一顶点时，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竞争性经费对高校科研创新产生负向影响。
[bookmark: _Hlk107000243]基于此，本文突破现有研究中的线性关系，尝试构建竞争性经费对高校科研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假设。具体地，本文认为无论是在基础研究领域还是应用研究领域，适度的竞争性经费为高校带来充足资源，同时能够激发科研创新的动力。但过度竞争导致功能失调、资金错配、竞争资助环境恶化、消耗大量的体力和脑力，对高校科研创新成果产生负向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假定：
假定1：政府竞争性经费对高校科研创新具有倒U型关系。
假定1a：政府竞争性经费对高校基础研究创新具有倒U型关系。
假定1b：政府竞争性经费对高校应用研究创新具有倒U型关系。
2.2  政府非竞争性科技经费与高校科研创新的关系
政府非竞争性科技经费是基于国家对高校稳定拨款。相比于竞争性经费，非竞争性经费保护机构和个人的自主权[9]，使学术研究者不仅局限于少数精英；为科学研究提供保障，极大程度缓解高校预算压力；鼓励研究多样性[9]，使得研究初期对未来成果不明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获得种子基金；保证研究可持续性、稳定性，给予学者更多自主选择空间；能够使科研人员可以在不触碰科研红线的前提下统筹规划、自主选题、自行立项、自由支配，真正实现了对项目全过程的管理。因此，非竞争性经费在普适性的基础上实现对研究环节的针对性扶持[17]。
非竞争性经费弥补了竞争性经费的不足，缓解了过于强调竞争的资助环境，创造宽松的科研文化环境[16]。从短期上看，非竞争性经费提供科研人员一定的安心感，免去增加产出指标的烦恼[27]；从长期上看，非竞争性经费对资金使用没有时间限制，对支出类型没有具体要求[19]，包容了研究人员的多样化研究，使其研究成果新颖性相对较高[6]。同时，非竞争性经费补偿了高校的基础设施损耗和科研人才智力成本，使高校走出了科研设施过度使用和科研人才潜能无法释放的双重困境，化高校管理方式由被动管理转变为主动激励。高校可以依据自身发展规划和战略部署设置基金分类明细，突出高校自身办学特色和培养方向，形成自主科研体系，增强高校自主创新能力[16]。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非竞争性经费使高校科研人员更加自主和放松，激发了其创造力和生产力[28]，进一步释放科研潜能。
基于此，本文认为非竞争性经费改变了科研人员长久以来依赖有限的竞争途径获取充足的科研资源，构建了良好的科研文化，以“满足好奇心”为出发点，对科研人员创新精神进行鼓舞。在基础研究领域，高校科研人员的基础研究活动能够获得更为稳定的保障，使其有机会站在自身发展的角度上思考资源投入问题，更为自由的扩展其研究空间。在应用研究领域，非竞争性经费帮助其获得大量科研经费和科研设备，实现更多前沿的科研思路和科研想法。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定：
假定2：政府非竞争性经费对高校科研创新具有正向关系。
假定2a：政府非竞争性经费对高校基础研究创新具有正向关系。
假定2b：政府非竞争性经费对高校应用研究创新具有正向关系。

2.3  高校类型的调节作用
高校的某些特定属性会影响政府科技经费对高校科研创新之间的关系[12]。本文依照2017年“双一流”高校建设方案，将高校区分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以下简称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以下简称一流学科高校），分别探讨其对政府资助结构与高校科研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bookmark: _Hlk107142291]从高校类型对竞争性经费与高校科研创新的关系看。一方面，一流大学基于其优良的科技资源、较强的研发能力和明确的研发目标，科技成果市场化程度及回报率都会相应提高[13]，极大鼓励了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同时，一流大学基于其强劲的科研实力，对过度竞争带来的负面作用减弱，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竞争性经费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竞争性资助方向往往体现国家关键需求。一流大学承担着卡脖子技术的攻坚克难，其研究周期长、难度大，研究成果并非短期能够体现。而一流学科高校依赖于政府的规模化资助以提供科学信息和知识指导，虽整体实力不如一流大学，但仍为地方主要创新资源输出地。因而一流学科高校承担着对接区域发展的重任，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竞争性经费对其推动作用可能更强。
从高校类型对非竞争性经费与高校科研创新的关系看。一方面，一流大学有着更为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人才贮备，而非竞争性经费鼓励青年学者和在校研究生不断试错，给予更多自由空间[9]。同时对一流大学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领域而言，非竞争性经费突破功利化思维，鼓励研究多样化[16]。因而非竞争性经费对一流大学科研创新的推动作用强于一流学科高校。但另一方面，与一流学科高校相比，一流大学拥有更多的经费资助。而政府的大规模支持可能造成高校对经费的重视不足，导致经费使用不合理，从而降低高校的科研创新。因此非竞争性经费对一流大学科研创新的推动作用可能弱于一流学科高校。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组看似相互矛盾的观点，即一流大学对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经费和高校科研创新的关系既存在正向作用又存在负向影响，因此具有差异性。然而考虑到高校科研创新按科研产出与产业联系程度，将成果类型划分为基础研究创新和应用研究创新，且两种又分别聚焦于理论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29]。基础研究具有投资回报率长、投资风险大的特点，而应用研究具有投资回报期短、投资风险小的特点[29]。同时在创新阶段，不确定性和创造性控制的相关性降低，基础研究带来的错配效应比应用研究更强[30]。因此高校类型的调节作用可能受到高校创新活动的不同而不同，据此提出以下假定：
假定3：高校类型调节了政府经费资助结构对高校科研创新的影响，且对基础研究创新和应用研究创新的调节具有异质性。
[bookmark: _Hlk104239737]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
[bookmark: _Hlk106999452][bookmark: _Hlk107000526]（1）高校科研创新：借鉴已有研究[1,31]，本文基于创新成果类型视角，将高校科研创新与产业联系的程度划分成果类型为基础研究创新（Y1）和应用研究创新（Y2）。参考王忠等学者[1,32]构建的对高校科研创新评价体系，研究分别聚焦于创新成果的科研效益属性和社会效益属性两个维度确定指标体系，并且利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具体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
表3 高校科研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高校科研创新
	属性
	指标

	基础研究创新
	科研效益属性
	发表论文数量

	
	
	出版专著数量

	
	
	高水平论文比率

	
	社会效益属性
	科研骨干数量

	
	
	国家级奖项数量

	
	
	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

	应用研究创新
	科研效益属性
	发表论文数量

	
	
	申请专利数量

	
	
	发明专利申请率

	
	
	专利授权率

	
	社会效益属性
	科研骨干数量

	
	
	国家级奖项数量

	
	
	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

	
	
	技术转让实际合同金融


（2）政府经费资助结构：本研究将高校获得的政府以科技课题形式拨入的经费作为政府竞争性科技经费的替代变量，具体以高校科研人员人均占有该经费衡量（CGOV）。以政府科技经费直接拨款及其他中转所得收入中扣除竞争性部分的拨款额作为政府非竞争性科技经费的替代变量，具体以高校科研人员人均占有该经费衡量（NGOV）。
（3）高校类型：依据国家2017颁布的“双一流”高校建设方案，本研究将高校类型分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并设置虚拟变量衡量高校类型（TYPE）。
（4）控制变量：高校科研创新离不开科研人才的贡献与创新[32]，也需要内部资本投入作为原始保障，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提升高校科研创新的关键，塑造的创新环境亦推动高校科研创新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选择高校人力资本投入（RES）和高校经费内部支出（CAP）作为控制高校特征变量，并且考虑到已有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高校科研创新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33]，故而引入人力资本平方（RES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PGDP）和区域创新环境（RDR）作为控制区域特征变量。同时为控制时间效应影响，引入时间虚拟变量（YEAR）。各变量定义如表4所示。
表4 变量定义表
	变量
	符号
	衡量方法

	被解释
变 量
	高校科研创新
	
	

	
	基础研究创新
	Y1
	熵值法

	
	应用研究创新
	Y2
	熵值法

	解释变量
	政府经费资助结构
	
	

	
	竞争性科技经费投入
	CGOV
	来自政府的竞争性经费总额的对数

	
	非竞争性科技经费投入
	NGOV
	来自政府的非竞争性经费总额对数

	调节变量
	高校类型
	TYPE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1，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0

	控制变量
	高校特征变量
	
	

	
	人力资本投入
	RES
	高校研究与发展人员数量的对数

	
	经费内部支出
	CAP
	R&D资本存量，以永续盘存法衡量

	
	省域特征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高校所在地区人均GDP的对数

	
	区域创新环境
	RDR
	省域研发投入R&D占GDP的比重 

	
	时间虚拟变量
	YEAR
	2008年为1，2009年为2，依次递增


3.2  模型构建
高校科研创新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具有正向积累效应。高校科研创新受科技经费投入影响的同时，高水平的高校科研创新可能催生更多的科技经费，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内生关系。当前的科研创新可能受到过去科研创新成果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纳入模型。
直接效应模型：
[bookmark: _Hlk104487489]=++  （1）
=++  （2）
调节效应模型：
=++                                          （3）
=++                                       （4）
3.3  数据来源
本文以“双一流”高校为研究样本，剔除数据缺失且科研创新能力较弱、不具有较强研究价值的院校后选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73所。同时，鉴于教育部科学技术司自2008年开始针对单一高校的具体科研情况进行统计，而截至2018年尚未公布高校具体统计资料。因此，本文研究区间为2008-2017年。最终，本文选取115所“双一流”高校2008-2017年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样本中所有高校科技活动数据均来自于《高等教育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所有专利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省域特征变量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bookmark: _Hlk104283149]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如表5所示，基础研究创新和应用研究创新的标准差为0.110和0.087，可以看出各高校间科研创新存在明显差异。基础研究创新均值为0.132，而最小值为0.003，最大值为0.695；应用研究创新均值为0.101，而最小值近似于0，最大值为0.749说明各高校科研创新程度普遍偏低，只有个别高校科研创新实力较强。政府竞争性科技经费均值为5.165，政府非竞争性科技经费均值为4.102说明竞争性资助强度高于非竞争性资助。
[bookmark: _Hlk104980713]表5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Y1
	115 0
	0.132
	0.110
	0.003
	0.695

	Y2
	115 0
	0.101
	0.087
	0.000 4
	0.749

	CGOV
	115 0
	5.165
	0.821
	2.075
	7.690

	NGOV
	115 0
	4.102
	1.104
	0.405
	6.949

	RES
	115 0
	6.638
	0.917
	2.485
	9.112

	CAP
	115 0
	13.739
	1.216
	10.118
	16.195

	RDR
	115 0
	0.025
	0.016
	0.002
	0.060

	PGDP
	115 0
	1.642
	0.540
	0.087
	2.558

	TYPE
	115 0
	0.357
	0.479
	0
	1


如表6所示，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间相关系数较高，控制变量均与被解释变量在1%的水平下相关。本文变量选择较为可靠，引入高校特征变量和省域特征变量较为合适的。此外，本文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显示VIF最大值为5.00，小于10的参考标准值。因此，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可以进行下一步回归。
	变量
	Y1
	Y2
	CGOV
	NGOV
	RES
	CAP
	RDR
	PGDP
	TYPE
	VIF

	Y1
	1
	
	
	
	
	
	
	
	
	

	Y2
	0.920
***
	1
	
	
	
	
	
	
	
	

	CGOV
	0.274
***
	0.320
***
	1

	
	
	
	
	
	
	2.25

	NGOV
	0.226
***
	0.227
***
	0.341
***
	1

	
	
	
	
	
	1.35

	RES
	0.607
***
	0.574
***
	0.085
***
	0.067
***
	1
	
	
	
	
	3.90

	CAP
	0.651
***
	0.660
***
	0.527
***
	0.340
***
	0.748
***
	1
	
	
	
	5.00

	RDR
	0.179
***
	0.198
***
	0.196
***
	0.158
***
	-0.033
	0.063
**
	1
	
	
	2.16

	PGDP
	0.179
***
	0.197
***
	0.276
***
	0.285
***
	0.048
	0.139
***
	0.716
***
	1
	
	3.15

	TYPE
	0.512
***
	0.477
***
	0.288
***
	0.169
***
	0.468
***
	0.461
***
	0.052
*
	0.009
	1
	1.45


表6相关性分析和VIF检验结果
注：*p<0.1; **p<0.05; ***p<0.01
4.2  假设检验
由于在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从而与随机扰动项相关，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使普通面板估计方法无法得到有效估计量。因此，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法（简称GMM）进行回归分析。差分GMM易受弱工具变量和小样本偏误影响，故本文选择系统GMM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和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回归模型1-8均在1%的水平上拒绝AR（1）检验，且AR（2）和Hansen检验的p值均大于0.1，证明模型通过了扰动序列相关检验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使用系统GMM合适。同时，通过观察表内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高校当年的科研创新会显著受过去的科研创新影响，存在明显的动态效应。
模型1和模型5是仅包含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可见，高校人力资本投入对科研创新

表7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Y1
	Y1
	Y1
	Y1
	Y2
	Y2
	Y2
	Y2

	L.Y1
	0.483***[0.020]
	0.396***[0.015]
	0.381***[0.018]
	0.279***[0.021]
	
	
	
	

	L.L.Y1
	0.188***[0.024]
	0.163***[0.018]
	0.213***[0.022]
	0.116***[0.020]
	
	
	
	

	L.Y2
	
	
	
	
	0.639***[0.014]
	0.605***[0.011]
	0.572***[0.009]
	0.543***[0.013]

	L.L.Y2
	
	
	
	
	0.106***[0.018]
	0.152***[0.011]
	0.176***[0.012]
	0.149***[0.015]

	L.NGOV
	
	0.016***[0.001]
	0.017***[0.001]
	0.008***[0.001]
	
	0.009***[0.000 4]
	0.009***[0.000 4]
	0.010***[0.001]

	L.CGOV
	
	0.008***[0.001]
	0.041***[0.003]
	0.016***[0.003]
	
	0.004***[0.001]
	0.030***[0.002]
	0.023***[0.002]

	L.CGOV2
	
	
	-0.004***[0.000 3]
	-0.002***[0.000 3]
	
	
	-0.003***[0.000 1]
	-0.003***[0.000 2]

	TYPE
	
	
	
	-0.333***[0.012]
	
	
	
	-0.148***[0.011]

	L.NGOV×TYPE
	
	
	
	0.019***[0.0021]
	
	
	
	-0.003*[0.002]

	L.CGOV×TYPE
	
	
	
	0.086***[0.006]
	
	
	
	0.038***[0.003]

	L.CGOV2×TYPE
	
	
	
	-0.006***[0.001]
	
	
	
	-0.002***[0.000 4]

	L.RES
	-0.203***[0.011]
	-0.184***[0.006]
	-0.173***[0.008]
	-0.154***[0.010]
	-0.109***[0.007]
	-0.096***[0.007]
	-0.120***[0.006]
	-0.104***[0.005]

	L.RES2
	0.017***[0.001]
	0.016***[0.001]
	0.015***[0.001]
	0.014***[0.001]
	0.009***[0.001]
	0.008***[0.001]
	0.010***[0.001]
	0.009***[0.000 4]

	L.CAP
	0.014***[0.002]
	0.008***[0.001]
	0.004**[0.002]
	0.011***[0.002]
	0.007***[0.001]
	0.002**[0.001]
	-0.002***[0.001]
	0.001*[0.001]

	L.RDR
	-0.158**[0.062]
	0.219***[0.069]
	0.108[0.081]
	-0.013[0.070]
	0.013[0.053]
	0.119***[0.030]
	0.005[0.033]
	0.058[0.062]

	L.PGDP
	0.016***[0.003]
	0.002[0.002]
	0.003[0.003]
	0.011***[0.003]
	0.007***[0.002]
	0.001[0.001]
	0.002[0.001]
	-0.001[0.002]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R(1)
	0
	0
	0
	0
	0
	0
	0
	0

	AR(2)
	0.248
	0.456
	0.591
	0.188
	0.288
	0.615
	0.712
	0.490

	Hansen检验
	0.198
	0.730
	0.376
	0.274
	0.181
	0.377
	0.253
	0.219

	N
	920
	920
	920
	920
	920
	920
	920
	920


[bookmark: _Hlk104970742]注：（1）*p<0.1，**p<0.05，***p<0.01，系数下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差;（2）AR(1)和AR(2)检验报告的是Z统计量对应P值;（3）Hansen检验报告的是chi2对应P值


呈U型关系，即在投入初期由于资源过度集中和信息的不确定性导致无法实现最大价值，而持续投入下逐步形成多元化团队创新能力提升。高校经费内部支出和区域经济水平都能极大地促进高校整体科研实力，因为对科研创新具有正向作用。基础研究创新可能与外界联系不紧密，使得科技资源投入冗余度高，导致区域创新环境呈负向影响。
模型2和模型6加入政府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科技经费一次项。结果显示竞争性经费一次项和非竞争性经费对高校基础研究创新（=0.008，p<0.01）（=0.020，p<0.01）和应用研究创新（=0.004，p<0.01）（=0.011，p<0.01）均呈正向关系。因此假定2a和假定2b假设得到验证。非竞争性经费在短期上免去增加指标的烦恼，在长期上鼓励研究多样性，既会正向作用于基础研究创新也会促进应用研究创新。
[bookmark: _Hlk104661046]模型3和模型7加入了解释变量政府竞争性科技经费的平方项（=-0.005，p<0.01）（=-0.004，p<0.01），可见竞争性经费与高校科研创新呈倒U型关系。在政府竞争性投入初期，高校由于经费支持和激励作用等对科研创新呈积极作用。但当促进作用达到顶点后，竞争性经费引发的竞争环境恶化、资金错配、寻租行为、行政效应等负面影响增强，因此对高校科研创新呈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假定1a和假定1b得到验证。
[bookmark: _Hlk107000706]模型4和模型8加入交乘项。可以看出高校类型对政府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科技经费和高校科研创新的关系均有调节作用，且对基础研究创新和应用研究创新的调节作用不同。因此假定3得到验证。具体而言，高校类型使竞争性经费与高校科研创新的倒U型关系加强（=-0.006，p<0.01）（=-0.002，p<0.01）。因此对一流大学来说，因其科研实力雄厚，竞争性经费在极值内与高校科研创新的正向关系越明显，但规模化资助引发的过度竞争导致超过极值后的竞争性经费与高校科研创新的负向关系也越明显。而对于非竞争性经费，高校类型正向调节其与基础研究创新的关系（=0.019，p<0.01），负向调节其与应用研究创新的关系（=-0.003，p<0.01）。因此高校类型对政府非竞争性经费与高校科研创新的关系的调节具有异质性。相比较而言，非竞争性经费在基础研究创新领域对一流大学起到更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应用研究创新领域对一流学科高校具有更积极的推动作用。
4.3  异质性分析
为对结论进行进一步分析，本文将115所“双一流”高校依据地理分布，划分为中西部和东部地区高校分组回归。表8中的结果可再次印证竞争性经费对高校科研创新具有倒U型影响，非竞争性经费对高校科研创新具有正向作用。
[bookmark: _Hlk107000183]同时观察模型1到模型4的回归系数发现，竞争性经费初期对东部地区科研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过度竞争导致的负面影响也更深，而非竞争性经费对中西部地区科研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强。并且通过组间系数检验即由自抽样法（Bootstrap）抽检500次得到的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经费经验p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证明了政府经费资助结构对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科研创新的作用强度具有异质性。这可能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所处高校科研实力强、基础设施完备，吸引了更多优秀人才集聚，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竞争性经费的激励作用。但在竞争同时资源内耗程度加深，因此过度竞争所带来的抑制作用对东部地区高校同样强烈。而中西部地区高校在竞争性经费领域往往不占优势，获得竞争性经费的机会较少，因此更为依赖于非竞争性经费发挥稳定性、保障性作用。
观察高校类型的调节作用发现，中西部地区中，高校类型普遍正向调节了政府经费资助结构对高校科研创新的影响，而东部地区的调节作用则具有异质性。可能由于中西部地区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高校科研实力差异大，导致政府资助对一流大学科研创新的推动作用整体高于一流学科高校。同时相较于东部地区高校而言，中西部地区高校在政府经费划拨过程中缺口较大，因此更为依赖于研究的市场化、应用化以获得经费补给，导致高校类型得以正向调节非竞争性经费与应用研究创新的关系。
表8 异质性分析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Y1
	Y1
	Y2
	Y2
	Y1
	Y1
	Y2
	Y2

	L.Y1
	0.113*
	0.391***
	
	
	0.236***
	0.177***
	
	

	
	[0.068]
	[0.021]
	
	
	[0.043]
	[0.068]
	
	

	L.L.Y1
	0.163*
	0.068***
	
	
	0.344***
	0.062
	
	

	
	[0.098]
	[0.024]
	
	
	[0.053]
	[0.067]
	
	

	L.Y2
	
	
	0.271***
	0.849***
	
	
	0.5023**
	0.577***

	
	
	
	[0.101]
	[0.037]
	
	
	[0.100]
	[0.034]

	L.L.Y2
	
	
	0.066
	0.073*
	
	
	0.296***
	0.140***

	
	
	
	[0.070]
	[0.037]
	
	
	[0.086]
	[0.036]

	L.NGOV
	0.027***
	0.009***
	0.016***
	0.005***
	0.013***
	0.002
	0.004
	0.009***

	
	[0.005]
	[0.001]
	[0.003]
	[0.001]
	[0.004]
	[0.002]
	[0.008]
	[0.004]

	L.CGOV
	0.046***
	0.052***
	0.014**
	0.037***
	0.036*
	0.007
	0.050**
	0.018**

	
	[0.011]
	[0.007]
	[0.006]
	[0.004]
	[0.019]
	[0.007]
	[0.025]
	[0.007]

	L.CGOV2
	-0.004***
	-0.004***
	-0.001*
	-0.002***
	-0.001
	-0.002***
	-0.002
	-0.003***

	
	[0.001]
	[0.001]
	[0.001]
	[0.000 3]
	[0.001]
	[0.001]
	[0.003]
	[0.001]

	TYPE
	
	
	
	
	-0.377**
	-0.349***
	-0.449***
	-0.499***

	
	
	
	
	
	[0.154]
	[0.053]
	[0.145]
	[0.029]

	L.NGOV×TYPE
	
	
	
	
	0.028***
	0.012***
	0.067***
	-0.011*

	
	
	
	
	
	[0.009]
	[0.004]
	[0.009]
	[0.006]

	L.CGOV×TYPE
	
	
	
	
	0.171***
	0.074***
	0.164***
	0.105***

	
	
	
	
	
	[0.052]
	[0.012]
	[0.056]
	[0.007]

	L.CGOV2×TYPE
	
	
	
	
	-0.024***
	-0.002**
	-0.025***
	-0.003**

	
	
	
	
	
	[0.005]
	[0.001]
	[0.005]
	[0.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R(1)
	0.001
	0
	0.073
	0
	0.001
	0
	0.006
	0

	AR(2)
	0.119
	0.149
	0.767
	0.728
	0.491
	0.439
	0.884
	0.379

	Hansen检验
	0.942
	0.251
	0.862
	0.211
	0.391
	0.997
	0.307
	0.129

	N
	384
	536
	384
	536
	384
	536
	384
	536

	经验p值（NGOV）
	0.024***
	0.096*
	
	
	
	

	经验p值（CGOV）
	0.018***
	0.090*
	
	
	
	


注：（1）*p<0.1，**p<0.05，***p<0.01，系数下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差;（2）AR(1)和AR(2)检验报告的是Z统计量对应P值;（3）Hansen检验报告的是chi2对应P值；（4）“经验p值”用于检验组间NGOV、CGOV系数差异的显著性，通过自体抽样（Bootstrap）500次得到。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bookmark: _Hlk107000834]本文基于2008-2017年115所“双一流”高校的面板数据，分析政府资助结构对高校科研创新的非对称性影响。从理论上，细化对政府经费资助结构研究，改变当前研究样本不平衡现状，对具有不同特征高校所产生的差异化影响进行逻辑建构，拓展对高校科研创新研究视野；从实践上，有助于政府对不同层次高校基于创新成果产出目标，更加精准的调整科技经费投入，响应了国家科研管理改革要求，为我国政府科技经费有效配置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bookmark: _Hlk106999903][bookmark: _Hlk107000051][bookmark: _Hlk107000324]（1）政府经费资助结构对高校科研创新产生非对称性影响。细分来看，政府竞争性科技经费所采取的激励措施在适度范围内有望加强大学提高科研创新的动力。但过度的竞争导致资金错配，重视程度不足且竞争资助环境恶化，形成资源低效配置，进而对高校科研创新产生倒U型影响。而政府非竞争性科技经费很大程度缓解了高校预算压力，既鼓励研究的多样性、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又给予学者更多自主选择空间，创造宽松的科研文化环境，因而对高校科研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bookmark: _Hlk107000115][bookmark: _Hlk106467650]（2）高校类型调节了政府经费资助结构对高校科研创新的影响，且对基础研究创新和应用研究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异质性。首先，一流大学在竞争性经费达到拐点前对促进科研创新的幅度高于一流学科高校，但当获取竞争性经费过度集中时过度竞争的缺点被放大，因此强化了其倒U型关系。其次，对一流大学的新兴领域而言，受制于其开拓性、原创性、高风险性往往难以开展。非竞争性经费突破功利化思维，鼓励研究多样化，因此对一流大学而言非竞争性经费更为支持相对耗资大、见效慢的基础研究发展。最后，一流学科高校受制于资源依赖性往往面临着研发资金不足的困境，因此从规避风险角度看一流学科高校倾向非竞争性经费用于收益高、获利快的应用研究，以减少创新失败或亏损的风险。
[bookmark: _Hlk107001670][bookmark: _Hlk107001737]（3）不同地理区位下，政府经费资助结构对高校科研创新的影响强度以及高校类型的调节作用均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在影响强度方面，竞争性经费在拐点前对东部地区高校科研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拐点后过度竞争导致的负面影响也更深，而非竞争性经费对中西部地区高校科研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强。在高校类型调节作用方面，中西部地区高校类型均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东部地区高校类型的调节作用则具有异质性。
5.2  政策建议
（1）优化科技资助结构，营造良好创新氛围。政府竞争性科技经费资助对高校科研创新呈倒U型关系，政府非竞争性科技经费资助与高校科研创新间呈线性正向关系，说明政府财政支持有利于提升高校的科研创新，但对于竞争性经费而言，一旦资助力度超过一定程度，对高校科研创新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合理把握对高校竞争性经费的资助力度，将高校获取的竞争性经费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营造轻松包容的科研文化环境，缓解过度竞争造成的负面效果，构建良好的科研创新氛围。
（2）专注高校自身优势，实行分类发展布局。高校类型对政府竞争与非竞争性经费和高校科研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若依照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高校两类进行整体布局划分经费支持方式，将导致二者间科研创新差距进一步增大，且难以引导高校聚焦于自身重点领域实现实质性突破。据此可见在新一轮“双一流”中不再区分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高校，转而实行高校分类发展、分类支持、分类评价政策的合理性。因此，政府一方面应依据高校科研创新产出的异质性有针对性配合以合适的科技经费资助方式；另一方面也应给予优势学科领域更多倾斜，鼓励更多有潜力的研究方向在科技经费的支持和激励下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文虽然关注“双一流”院校在政府资助下科研创新的异质性，但不同政府级别或高校隶属在对科技经费调控时具有差异化的政策目标，因此未来研究应考虑到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的差异性，以及中央直属、地方直属和省部共建院校的异质性。其次，本文虽然探究了政府经费资助结构对高校科研创新的非对称影响，但演化作用中更为深层次的逻辑机理仍待深入研究。最后，研究内容可以进一步细化和扩展，既可以具体到对高校不同学科领域的深层次探索，又可以扩展为对科研院所和企业的进一步研究，为我国制定更加精准的经费资助体系提供参考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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